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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定的对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具有普通指导意义的行动准

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可概括

为“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它是“惩办与

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死刑设置与适用方面的重要体现

。我们认为，由该死刑政策的内涵所决定，逐步废除非暴力

犯罪的死刑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一、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

确立与贯彻 尽管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

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废除死刑”的口号，但这并非党

的死刑政策。系统阐述党的死刑政策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自

抗日战争时起，他便在强调死刑的威慑力量的同时，多次提

出少杀、慎杀的思想。1948年1月，他在《论政策》一文中进

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

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

陷于孤立。”同年2月，他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

重申：“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新中国成立后，

他还一再告诫，“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

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内老

一辈领导人的广泛认同。长期主持国家政法领导工作的董必

武、彭真均对此作过多次阐述。而这些精辟、深邃的论述最

终促成了我国“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一

理性的死刑政策的形成，并为建国后长期的立法、司法实践

活动中正确设置、适用死刑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圭臬。 我国此



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均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死刑政策

。1979年6月7日，主持刑法制定工作的彭真同志在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说明》中便曾指出，我

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在此政

策的指引下，1979年刑法典制定前的历次刑法草案中，死刑

的适用都得以严格的限制。以成为1979年刑法典基本蓝本

的196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为例，其中

死刑条款仅为17个，只占分则条文的1／10,且大多数系反革命

罪，而基本未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

。1979年刑法典在充分遵循该死刑政策的基础上，从总则方

面将死刑适用的条件明确限定为“罪大恶极”，并从对象与

程序上限定了死刑的适用；其分则条文也秉承此一政策之精

神，将死刑条款降低为15个，并将死刑罪名限制为28个。其

中，对于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非

暴力犯罪，除了后来被纳入职务犯罪范畴的贪污罪外，也一

概没有规定死刑。 二、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对现行死刑政策

的背离 然而，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后，由于严重经济犯罪和

严重刑事犯罪日益猖獗，社会治安形势趋于恶化，重刑主义

思想一度成为主流，以致与“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

决不杀”这一正确的死刑政策渐行渐远。 从立法实践来看，

诸多挂有死刑条款的刑事立法相继面世。截至1997年刑法典

颁行之前，在立法机关补充的二十多个单行刑法中，共增设

了49种死罪，死刑罪名急剧膨胀，在罪名体系中所占比例亦

大幅度攀升。而且，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非暴力犯罪中也

有许多罪名被设置了死刑条款。 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万能

、重刑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很多司法实务人员认为，要



遏制和减少犯罪，不仅须从立法层面增加死刑、提高重刑包

括死刑在法定刑中的比例，而且要在司法上多用重刑，多杀

长判，从而强调“严打”斗争的作用，要求把“从重、从快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和刑事政策

。这些做法直接背离了我国“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

决不杀”的死刑政策。 三、现行死刑政策的重构及其对逐步

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的要求 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曾一度背

离“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政策，但我国

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却始终认为这依然是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

。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很多有识之士主张，应减少

死刑立法，切实贯彻该死刑政策。虽然立法机关最终基于社

会治安的严峻形势、经济犯罪的严重情况乃至我国目前死刑

观念的基本状况，而确立了对已有死刑之罪“原则上不减也

不增加”的立法思想，但是通常认为，1997年刑法典仍在限

制死刑立法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从而实际上重新确立和强

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

其具体表现如下：（1）将死刑适用的对象由“罪大恶极”改

为“罪行极其严重”，表明了立法者意图从适用条件上限制

死刑的初衷。（2）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

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删除了1979年刑法典中对已满16岁不

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规定。（3）明

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核准程序上限制

了死刑的适用。（4）从罪名设置上降低了死刑条款、死刑罪

名在分则条文与罪名体系中的比例。1997年刑法典共有47个

条文设置了64种死刑罪名，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体系的13.4

％和15.5％，较之此前的刑事立法均有所下降。（5）对故意



伤害罪、盗窃罪等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6）通过适当的途径削减了部分死刑罪名。 当然，1997年刑

法典对现行死刑政策的体现还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姑且不

论其死刑条款与死刑罪名数目依然相当可观，也不论其中绝

对死刑条款的存在，单是其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非暴力

犯罪大范围适用死刑，即有违“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

坚决不杀”的现行死刑政策。其实，根据现行死刑政策，死

刑只应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所谓罪行极其严

重应是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和犯罪分

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易言之，死刑只应配置于

那些侵犯公民、社会和国家重大法益的极其严重的犯罪。由

该死刑政策的内涵所决定，即便是危害最严重的非暴力犯罪

，也应完全归诸于不可杀、不宜杀之列；退一步讲，至少也

应属于“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之列，这才是“少杀、慎

杀”思想的真正体现。 事实上，非暴力犯罪不仅在犯罪基本

构成特征中不包含暴力因素，而且不以他人人身为犯罪对象

，其社会危害性显然有别于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尚不能

谓为罪行极其严重。但在我国1997年刑法典中，法定最高刑

为死刑的非暴力犯罪却多达44种，约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9％

。非暴力犯罪与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之间社会危害程度有

明显差异，但法定最高刑却同为死刑，这无疑有悖于罪责刑

均衡的原则；而且，对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显然有轻罪重罚

之虞，不符合刑罚等价性原则的要求。 如今，废除或者严格

限制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司法实践已充分说明，重刑

包括死刑并未遏止持续上升的犯罪率，死刑的威慑力非常有

限。其实，正如我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指出的，“重其刑



诛谓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之乎？暴能禁乎？朝治而暮

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尽管目前在我国尚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少杀、

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现行死刑政策应当得到切

实的贯彻执行。遵循此一死刑政策，对于设置死刑显然过于

严苛或者由此导致价值失衡的犯罪，应当从立法上及时废止

其死刑。在现阶段，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问题应首先

被提上日程，尤其对于非暴力犯罪中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

和对他人人身基本权利不存在潜在危险的犯罪，完全应该通

过立法即行废止其死刑。 新闻来源:法制日报作者简介：中国

人民大学刑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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